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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网络的认知行为治疗的临床应用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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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我国有许多患者受到精神心理问题困扰，单纯药物治疗难以获得满意疗效，心理治疗可以减轻患者痛

苦、健全人格、促进疾病康复，增强疗效。现有心理治疗师不能满足患者对心理治疗的需求，基于网络的心理

治疗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可能性。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使用方便，成本低，效率高。目前国内外多数基于网

络的心理治疗程序多数是依据CBT原理设计的，通常称为基于网络的认知行为疗法（ICBT）。本文从 ICBT

的概念、治疗形式、依从性、伦理及安全问题、副作用和对未来展望等方面进行阐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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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（internet-delivered psycho-

logical treatments）是通过计算机与患者建立治疗关

系，运用心理学原理和技术进行的治疗，即在一个安

全、稳定的在线平台上，患者通过计算机、平板电脑或

智能手机访问该平台进行在线评估及治疗[1,2]。按照

支持程度分为自助式、技术人员协助式（非临床）和治

疗师指导（临床）三种方式[2]。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常

用 的 方 法 有 认 知 行 为 疗 法（cognitive behavior

therapy，CBT）[3]、人 际 心 理 治 疗（interpersonal

psychotherapy，IPT）[4]、接纳与承诺疗法（acceptance

and commitment therapy，ACT）[5]、正念疗法 [6] 等。

CBT以目前问题为取向，短程，结构化，易于网络化

操作，目前国内外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程序多数是

依据CBT原理设计的，通常称为基于网络的认知行

为疗法（internet-deliver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，

ICBT）[7]，ICBT 已经成为网络心理治疗的主要治疗

方法[3]。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已广泛用于精神心理

学领域，国外对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，尤其是 ICBT

的研究超过20年，ICBT对焦虑障碍、抑郁障碍、睡眠

障碍等多种疾病有效 [3]，该领域在国内也是一个热

点。我国心理治疗方面的研究主要为学习和引进国

外先进的方法和技术，结合本国民族特点和文化习

俗进行本土化研究。本文对 ICBT的临床应用现状

进行综述，为本土化研究提供理论依据。

1 治疗形式

1.1 治疗平台及特点

ICBT有许多不同的版本，都需要治疗平台。平

台以文本、音频、视频等形式展现评估工具、治疗材

料及技术。患者可以在平台上进行评估、治疗与治

疗师互动。由于涉及个人敏感信息，数据安全很重

要，患者登录需双重身份验证，即密码和验证码 [8]。

患者安全也很重要，当患者自杀风险较高时，系统会

自动提示工作人员，然后专业人员可以及时处理。

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与面对面的心理治疗不

同。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有其优点和不足，其优点

包括患者不需预约，能随时随地访问平台进行治

疗。治疗内容记录在平台内，患者能反复观看与学

习，治疗师也能直接指导，双方都有充足时间处理治

疗中的问题。对于病情较轻、不愿意去医院诊治的

患者，网络心理治疗能降低其病耻感及提高自我效

能感。其不足之处包括计算机无法观察和理解患者

的目光与面部表情、声音特征、身体姿势变化等非言

语行为，在治疗过程中更难以识别与处理副反应。

计算机无法很好地使用倾听技巧，治疗过于机械化，

治疗关系不牢靠，疗效协议不明确。

1.2 评估、治疗内容及流程

在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中，准确的评估和诊断

非常重要。目前常使用在线自评来反映患者心理健

康状况，在线收集及管理数据方便，节约时间，不易

遗漏个别条目，能自动评分。在线自我评估及诊断

便捷，但是目前尚无研究能证明其能代替临床结构

化访谈[9]。如果要求患者在医院面对面接受评估和

诊断，可能降低互联网干预的优势，常通过电话进行

结构化的精神病学访谈。Crippa 等[10]随机选择 100

例受试者进行DSM-Ⅳ临床定式访谈，一次通过电话

方式，一次是面谈（1～3月后）。通过电话评估社交

障碍的患病率为56%，而面谈评估的患病率为52%，

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。200次访谈的重测Kappa

值为0.84，一致性良好。

早期网络心理治疗的展现形式是文本或可下载

的 PDF 格式文件 [11]。后来的设计逐渐多元与丰富

化，治疗方案中融合漫画、动画、音频、视频等。

ICBT的治疗内容通常以心理教育开始，接下来是基

于特定疾病的治疗模块，最后是复习模块。患者从

不同途径访问治疗平台，先了解治疗平台的功能及

操作方法，再进入治疗模块进行自评，然后进行治

疗，完成治疗内容后，患者需完成家庭作业，再进入

下一个治疗模块。一般一个疗程持续 5～15 周，有

时持续时间跟短程CBT类似[1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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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治疗师在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中的作用

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，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中治

疗师的角色和作用发生了变化，治疗师的角色从主体转化为较

少参与或不参与，治疗师的作用主要为支持与指导。许多证据

表明治疗师指导 ICBT 的疗效比常规 ICBT 疗效更好 [12,13]。

Johansson等[12]对抑郁症 ICBT疗效的系统评价发现，治疗师的

指导作用具有线性效应，如果治疗前或治疗期间没有治疗师指

导，则 cohen效应值d=0.21。如果仅在治疗前有治疗师指导，则

d=0.44；如果仅在治疗过程中有治疗师指导，则 d=0.58；如果在

治疗前和治疗期间都有治疗师指导，则d=0.76。首先，治疗师可

以进行评估，筛查患者是否适合该治疗方法。其次，治疗师可以

定制干预措施，并与临床医师协商后提出个性化的建议。第三，

治疗师能与患者建立治疗联盟关系，从而提高治疗的依从性。

第四，治疗师可积极协助患者获得健康教育及危机干预等服

务。不同疾病患者对 ICBT治疗师的需求不同[1]，例如失眠项目

需要治疗师的支持较少，而抑郁症项目则需要较多支持和指

导。治疗师对不同严重程度患者的影响不同，最近一项系统综

述与单个病例的网状Meta分析[14]发现轻度或者阈下抑郁障碍

患者很少或者没有从治疗师指导那里获益，而中度和重度抑郁

障碍患者的疗效与 ICBT与治疗师指导有关。如果网络干预的

内容足够好，治疗师的专业知识可能不如面对面治疗中那样重

要。因为治疗方法已经提前设计好，治疗师可专注于支持患者

掌握的技能和克服干预措施中的应用问题[9]。

2 疗效

关于 ICBT和其他网络干预的研究越来越多，目前至少已

有超过 300项随机对照试验（包括未发表的研究）[3]。因此本文

对不同疾病的网络干预的有效性进行论述。网络干预有一个常

见问题，研究者使用不同术语来描述干预措施，如数字疗法、网

络干预、计算机化心理治疗、在线心理治疗、基于网络的心理治

疗等，这被称为“术语混乱[1]”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本文使用较为

常见的“ICBT”这个术语来论述其对不同疾病的有效性。

2.1 焦虑障碍

焦虑障碍是 ICBT较早研究的疾病之一，已证实 ICBT治疗

焦虑障碍有效。Carlbring等[15]的一项研究将惊恐障碍患者随机

分配到 ICBT 组（n=30）、对照组(n=30)，治疗 10 周结束，随访 9

月，组间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，

刘志远[16]等运用本土化 ICBT对有焦虑问题的大学生进行治疗，

结果表明 ICBT对我国大学生的状态焦虑、特质焦虑有较好的效

果。李金阳等[17]扩大样本量（n=2 662），验证了本土化 ICBT对中

国人群的有效性，患者治疗后症状严重程度较前减轻。虽然脱

落率为 71%，但未完成整个治疗的患者仍能从 ICBT 中获益。

2016年一项 Cochrane系统综述[18]纳入 38项试验（n=3 214），涉

及的病种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（5项试验）、社交焦虑障碍（11项

试验）、惊恐障碍（8项试验）、创伤后应激障碍（2项试验）、强迫

障碍（2项试验）和特定恐惧症（2项试验）、其他类型的焦虑障碍

（8项试验）。该系统综述表明治疗师指导的 ICBT对成人焦虑

障碍有效。总体而言，多数研究表明，治疗师指导的 ICBT治疗

焦虑障碍比对照组更有效，并且与面对面的CBT无显著差异，

但还需要更高质量的研究支持。

2.2 抑郁障碍

关于 ICBT对抑郁障碍的疗效已得到肯定。Wright等[19]进

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，45例门诊抑郁症患者被随机分为3组，

即传统认知治疗组、ICBT组和对照组。传统认知治疗组接受9

次治疗师面对面进行的认知治疗，每次持续约 50 min；ICBT组

进行 ICBT和接收长达4 h的治疗师指导；结果发现两组相对于

对照组均取得显著疗效，治疗后随访6月，2组疗效维持效果相

当。ICBT能提高治疗师效率，降低治疗成本。由于 ICBT不具

备共情的能力及灵活性，不能与患者建立较好的治疗联盟，脱落

率较高，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混合方法，即治疗师的支持与

ICBT相结合的方式[3]。如每周电子邮件或电话与治疗师沟通，

或治疗师与患者面对面接触，同时进行 ICBT。Thase等[20]进行

了一项非等效性研究，他们将 154例抑郁症患者随机分成传统

CBT组或 ICBT组（治疗师参与时间为标准CBT的三分之一）。

大约 80% 患者完成 16 周治疗方案（CBT 组 79% ，ICBT 组

82%）。16周后发现，传统CBT组的缓解率为48.4%，ICBT组的

为46.9%；随访3、6月，2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，而且复发率

相似。此外，患者在消极认知、整体功能和人际关系方面等指标

上也无明显差异。该研究表明 ICBT与 5 h治疗师指导相结合

的治疗方案的疗效不亚于标准CBT（20次面对面CBT治疗，约

16 h）。

研究显示 ICBT 对预防抑郁障碍的发作有效。Hollandare

等[21]的研究表明，使用 ICBT 干预 10 周并在 6、12、24 月进行随

访，最终显示 ICBT 组复发率为 13.7%，对照组为 60.9%，表明

ICBT可降低抑郁症的复发风险。另一项研究探讨 ICBT的长期

疗效，88例抑郁症患者中有 56.9%完成长达 3.5年随访，多数患

者贝克抑郁量表评分低于 10分，轻中度抑郁症患者使用 ICBT

干预后3.5年仍能从中获益[22]。

2.3 其他健康问题

在临床实践中，许多躯体疾病患者常共病焦虑、抑郁、失眠

等，他们同样迫切需要接受心理治疗。目前已经有一些这方面的

研究，如疼痛、耳鸣、纤维肌痛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冠心病、癌症、

糖尿病、脊髓损伤、失眠[1,23]等。夏艳秋等[24]的研究包含60例慢性

失眠患者，对照组（n=29）予右佐匹克隆治疗，干预组（n=31）在对

照组基础上联合网络失眠CBT，干预 6周，在基线期、治疗结束

和随访12周时对患者的睡眠进行评估，评价主要指标为匹兹堡

睡眠质量量表得分及催眠药减停率。治疗结束时干预组患者催

眠药减停率高于对照组，12周随访时干预组匹兹堡睡眠质量量

表各维度得分低于对照组。一项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纳入132例

乳腺癌患者[25]，进行为期6月的 ICBT治疗（干预组）或常规护理

（对照组）。6月后，与对照组相比，干预组的疲劳评分、功能障

碍评分、心理困扰及生活质量分数明显降低。不同种类的躯体

疾病可能对 ICBT反应不同，今后还需要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来指

导临床，其中躯体疾病与心理问题疗效的有关因素需深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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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存在问题

3.1 低依从性与高脱落率

既往研究表明，ICBT依从性差，脱落率高。Melville等[26]的

19 项基于网络心理治疗精神障碍的研究显示，治疗前脱落率

4%～52%，加权平均值 21%；治疗期间脱落率 0～78%，加权平

均值21%；随访期间脱落率0～18%，加权平均值21%；总脱落率

2%～83%，加权平均值 31%。Melville等认为脱落率不仅可能

与收入、种族、就业状况、有压力的生活事件及社会支持等有关，

还可能与患者的治疗期望、治疗联盟、疾病种类、治疗时间、治疗

师支持、治疗动机、对计算机或网络治疗偏好等因素有关。荷兰

学者的研究表明，接受面对面CBT的患者平均完成了其治疗的

83.9%，接受治疗师指导的 ICBT为80.8%，二者的完成百分比差

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=0.59）[27]。Eysenbach[28]认为在整个治疗过程

中，脱落可能发生在许多时间点。例如，患者可在治疗前（治疗

前脱落）、治疗完成前（治疗时脱落）或完成随访评估前（随访脱

落）退出。也有研究认为 ICBT 比面对面 CBT 脱落率更低 [29]。

脱落并不意味着疗效不好，有些患者可能因为取得疗效而未继

续进行治疗。Clarke等[30]进行了一项非指导性 ICBT治疗抑郁

症的研究，他们认为脱落者可能已经康复。因为患者已经康复，

所以不需要再使用 ICBT。患者花在 ICBT网站上的时间越少，

页面点击量越少，其症状减轻的程度就越大。脱落率高的问题

同样存在于面对面心理治疗中，将来需进一步分析面对面心理

治疗和基于网络心理治疗中脱落原因，提高患者依从性。

3.2 伦理及安全问题

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需考虑伦理问题，这些伦理问题与每

个国家的法律及治疗目标有关[1]。安全性是伦理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安全性包括数据安全及患者安全。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的

治疗数据保存在平台上，因此需加强对平台的保护。有学者建

议，如果国家专业机构尚未制定网络心理治疗的指南或准则，那

么治疗师需要熟悉该领域内的职业道德文献，遵循一般伦理道

德[31]。目前关于网络心理治疗方面的伦理及管理方面的研究较

少，需进一步研究及完善，以便提高服务质量和安全性。关健等
[32]于2019年发布中国大陆首个《远程心理服务管理规范和伦理

指导原则专家共识》，该专家共识明确远程心理服务的责任关

系、服务前准备和知情同意、终止条件、安全保障、收费及支付等

问题。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需要遵循面对面心理治疗相关的法

律法规及伦理规范，也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更好为临床服务。

3.3 副作用问题的研究

心理治疗可改善患者症状，减轻精神痛苦，提升生活质量，

其疗效有目共睹，但是心理治疗同药物等治疗一样，都存在副反

应。心理治疗的副作用与治疗师、患者、不恰当地使用心理治

疗、心理治疗技术等因素有关[33]。面对面心理治疗的常见不良

反应包括出现新症状、治疗失败或症状恶化、治疗依赖、病耻感、

自我效能感受损、自杀等[34]。

尽管面对面心理治疗和网络心理治疗在副作用方面存在

差异，但这些治疗有相同的假设，也有一些相似之处。Rozental

等[35]对558例接受 ICBT治疗患者出现的副作用进行定性研究，

定性的内容分为患者相关的副作用和治疗相关副作用。与患者

有关的副作用为一些原有的症状恶化或者出现新症状，如焦虑、

抑郁、失眠、头痛等；与治疗有关副作用为患者执行困难和对治

疗方式的负性认识。Rozental等认为定期评估治疗副反应、增

加灵活的治疗时间表和治疗师指导，以及延长治疗时间有助于

预防和减轻副作用。ICBT组或对照组都可能会出现病情恶化，

研究人员应进行监测，以预防和扭转出现副反应的趋势。Ebert

等[36]对18项 ICBT治疗抑郁症的研究（n=2 866）进行单个病例数

据Meta分析，以评估自助式 ICBT干预的恶化率。与对照组相

比，自助式 ICBT干预的总体恶化率更低。 Karyotaki等[37]的研

究结果类似，该研究纳入 13项研究（n=3 805），自助式 ICBT组

恶化率为5.8%，对照组为9.1% 。自助式 ICBT组的恶化可能性

比对照组小（OR=0.62，P＜0.001）。总体而言，ICBT的恶化率与

面对面治疗中报道的相似[38]。在网络心理治疗中，治疗师与患

者的交流都记录在平台上，更容易查找副作用及建立相关标

准。目前研究基于网络心理治疗副作用的方法仍很有限，对于

互联网干预期间观察到的副作用的原因知之甚少，不清楚是干

预本身，还是干预之外的因素。今后需将症状恶化及其他副作

用记录下来，进行更进一步研究。

4 其他流派基于网络心理治疗的应用情况

目前 ICBT的临床应用最为广泛，除此之外，部分研究者在

其他流派心理治疗在网络上的应用也进行探索。瑞典学者将

170例患者随机分配到 9周 ICBT组、基于网络的 IPT（internet-

based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，IIPT)组、等候治疗组，主要评

估指标是孤独感，次要结果是精神疾病和生活质量。与等候治

疗组相比，ICBT能减轻孤独感，IIPT作用不明显，但是两种治疗

都明显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[4]。有研究对基于网络的 ACT

（internet-based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，IACT）治

疗抑郁症状的效果进行探索，182例有抑郁症状的学生被随机

分到 IACT组和等候治疗组，与等候治疗组相比，IACT组在治

疗结束时和3月随访时的抑郁症状和积极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明

显改善[5]。一项临床研究中纳入82例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复杂的

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，干预组为8周在线的正念疗法，对照组为

等候治疗。与对照组相比，干预组对患者的消极自我概念及关

系障碍方面有改善[6]。除 IPT、ACT、正念疗法外，其他流派基于

网络心理治疗的研究相对较少，未来可从进一步扩大样本量、优

化基于网络心理治疗的内容、扩大病种等方面进行探索。

我国人口基数大，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16.6%[39]，单纯

药物治疗难以获得满意疗效，心理治疗能减轻患者痛苦、健全人

格、促进疾病康复，增强疗效。然而合格的心理治疗人员很少，

不能满足临床需要，基于网络的心理治疗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

可能性。ICBT和其他形式基于网络的心理干预手段有望增加

患者获得循证心理治疗的机会[3]。虽然基于网络心理治疗在国

外应用较为广泛，取得不错疗效，但目前仍存在很多挑战。如疗

效好者的临床特征不明确，治疗师的最佳指导方式与频率不清

楚，治疗平台质量不一。对儿童青少年、老年等特殊人群研究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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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，共病问题、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案联合使用、与影像技术相结

合[40]方面需要更深入研究。我国已开始引进及设计适合本土的

基于网络心理治疗，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，需要进行更多本土化

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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